陈去病与鲁迅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合作
俞 前
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陈去病与鲁迅在绍兴曾有一段紧密的合作。
一、合作的基础
1、共同的留学经历。
鲁迅和陈去病都曾留学日本，这是他们两位都唯一一次的走出国门。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力日益强盛，政策开放，人们思维活跃，不少中国进步青年都去了日本。

鲁迅是1902年3到的日本，自22岁到29岁，他在日本渡过了7年光阴，在日本横滨，进入了东京的弘文学院，这时他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有一次孙中山经过日本，中国留学生举行欢迎大会，鲁迅也赶去了参加了。1903年元旦，他参加了各省留学生一千多人在留学生会馆举行的新年团拜会，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陈去病是在1903年受中国教育会委派去日本的，在日本，他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召开的拒俄大会，成为义勇军和军国民教育会的一员；参与了《江苏》杂志的创办和编辑。陈去病在日本与孙中山失之交臂，但结识了黄兴、陈天华、蓝天蔚、林獬、苏曼殊等革命党人。在日本，陈去病的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将原名陈庆林改为陈去病，表示要以西汉名将霍去病为榜样，肩负天下兴亡之责。 
2、共同的爱国主义精神

鲁迅从小思想敏锐、阅读兴趣十分广泛，对许多野史、杂记、民间艺术。特别对那些富有民主思想和爱国精神的著作较感兴趣。赴日本留学，课余时间大量阅读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书籍，为了表明反清的革命思想，他毅然剪掉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有一次，一场电影中，鲁迅看到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鲁迅受到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已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于是他弃医从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这期间他翻译了科学的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府旅行》进一步表现了青年鲁迅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鲁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
陈去病从小爱国主义思想强烈。1897年，苏州成立了“苏学会”，陈去病和金松岑等在家乡同里镇成立了“雪耻学会”，意图很明确，就是维新救国雪耻，具体来说是要民众了解当今世道真相，昭雪甲午之耻。会员有当地的知识分子钱崇威、薛凤钧、薛凤昌、柳念曾、柳慕曾等40多人。陈去病在日本编《江苏》杂志，他在第三期《江苏》上选登了两幅画，分别是“中华民族始皇帝之像”和“明太祖陵”。在画页的背后发表了陈去病自己创作的一首长诗《题明孝陵图》，抒发出了人们推翻清朝、建立新朝的情怀。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新的事变使拒俄运动再次出现热潮，但清政府面对日俄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争夺，却厚着脸皮宣布“中立”，陈去病于2月14日在《俄事警闻》报上发表文章，谴责清政府厚颜无耻的嘴脸，1907年，陈去病开始编著《明遗民录》。这是一部大型传记总集，表彰故人，借以鼓励新人，为发展中的反帝反清民主革命推波助澜。
3、共同的革命志向
1903年，鲁迅在日本，他从一个停滞的、几乎凝固的社会里突然来到一群奋发的进取的人们中间，这一对比十分强烈，使他更加痛感到祖国面临危机的深刻程度，痛感到自己对于祖国的责任，在这种心情之下，他写了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意思，直接说就是“我用我的血来表达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引申一下，就是说“我愿意为我所热爱的中华民族奉献一切，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这是革命者的誓言，闪耀着在当时站在时代前沿的思想的光芒。鲁迅的名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充分表达了他的志向。
陈去病在告别家乡去日本时，慷慨赋《将游东瀛赋以自策》诗一首：“长此笼樊亦可怜，誓将努力上青天。梦魂早落扶桑国，徒侣争从侠少年。宁惜毛锥拼一掷，好携佩剑历三边。由来弧矢男儿事，莫负灵鳌快着鞭。”1904年6月下旬，陈去病任上海《警钟日报》主笔，有题《警钟日报》一首诗表达他当时的心情：“铸得洪钟着力撞，鼓声遥应黑龙江。何当警彻雄师梦，景命重新此旧邦?”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革命宣传，激起同胞们的爱国热忱，寄寓自己振兴祖国之大志。1909直， 陈去病与柳亚子，高天梅等人成立了以抗北庭为宗旨的南社，以诗文鼓吹革命，“与同盟会相犄角。”
二、合作的条件

1、共同响应辛亥革命

1911年武昌起义的的炮声，宣告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鲁迅和陈去病都是积极的响应者。

鲁迅在绍兴，十一月六日绍兴光复，绍兴军政分府成立。以光复会会员为骨干的革命派，由越社出面，在开元寺开会，公推鲁迅为主席，鲁迅提议了若干临时办法。他组织讲演团，带领府中学生到街头宣传革命、安定人心。11月8日，王金发率领革命军进入绍兴。鲁迅与范爱农，孙德卿及越社的青年出城迎接。

陈去病在苏州，他参与创办了苏州革命军的报纸《大汉报》，成了当时革命阵营的一个宣传阵地。他担任总编辑，在《发刊词》中宣称：“革命哉!革命哉!二十世纪之中国，真我黄帝子孙发扬蹈历之时日哉！而吾苏(苏州)之民诚苏(苏醒)矣。爰发行《大汉报》以张吾民族之气，而助民国之成，并提倡民生主义，以图社会之升平，获共和之幸福。”     

2、共同受秋瑾事件的影响
秋瑾(1875－1907)，近代民主革命志士，1907年，她与徐锡麟等组织光复军，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事泄被捕。同年7月15日，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鲁迅和秋瑾没见过面，可鲁迅深知秋瑾内心的悲愤之情。鲁迅1919年以笔作武器，走上了向旧营垒冲杀的战场。他在那一年写的第三篇小说《药》，就是为秋瑾写的。秋瑾的热血撒满了绍兴的轩亭口，那些围观的人，秋瑾为之牺牲的人做了些什么呢？买人血馒头吃，吃得满头冒汗。小说的最后，让秋瑾的墓前出现了一只花圈。那花圈是鲁迅给活着的人一记鞭策，是鲁迅给秋瑾的一丝慰籍。
辛亥革命胜利后，王金发回绍兴，驱散了旧士绅组建的所谓新政权，建立绍兴分都督府，自任都督，惩办劣绅50多人，抓住了杀谋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王金发调集了有关案卷，邀集证人，准备举行军法会审，杀章介眉为秋瑾报仇，但是因为有人说情，认为章介眉已经悔过，已经参加革命，放过了，留下了后患。 
鲁迅与王金发有一段交情，王金发随徐锡麟到绍兴，鲁迅曾去接船。王金发担任绍兴都督，邀请鲁迅担任山会师范学堂校长。他了解王金发捉放章介眉的全过程，他认为，王金发释放章介眉而终于被章介眉所害是不打落水狗而反被狗咬的惨痛教训。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说：“秋瑾女士是死于告密的……他（指王金发）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毙了，与有力的就是他所释放的谋主”，“这就是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他们繁殖起来，而此后明白的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是花费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陈去病是秋瑾的同志和战友。1906年，秋瑾在上海筹款创办《中国女报》时，陈去病曾给予资助。1907年夏天，秋瑾在绍兴遇难，陈去病在上海听到消息后万分悲痛，积极筹备在上海开秋瑾追悼会，1908年正月与秋瑾盟姐徐自华冒雪去绍兴，运秋瑾灵柩至杭，安葬在西冷桥堍。接着，陈去病与徐自华在凤林寺秘密举行秋瑾烈土的追悼会，他慷慨激昂地登台演讲，沉痛悼念秋瑾女侠，激烈地鼓动反清革命。又与徐自华等共结秋社，以纪念秋瑾。秋社成立，徐自华为社长，陈去病为干事，成员有诸辅成、姚勇忱、杨侠卿等几十人，决定每年农历六月六日为秋瑾成仁纪念日。陈去病当时写了一篇《鉴湖女侠秋瑾传》：《轩亭吊秋侠文》。他听到了王金发抓住章介眉的消息，很是兴奋，去函强烈要求王金发严办章介眉。1912年他到绍兴，除了因宋琳邀请担任《越铎日报》总编辑，心中还有一件事，就是王金发抓住了章介眉，想为秋瑾报仇。

3、共同与绍兴有着联系。

辛亥革命期间，绍兴出现了许多杰出人物，无论是光复会还是同盟会，许多领袖人物是绍籍人士。1981年，胡耀邦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列举了辛亥期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40多位杰出志士，其中4位即为绍兴人，他们是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绍兴人组织的光复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三足鼎立，共同推动革命高潮。由于大通学堂的创办，光复会的事权机构亦由上海而转入绍兴，绍兴成了革命的大本营。绍兴的学校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府中学堂从学堂诞生的那天起，创办人就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不少革命党人纷纷来到这个学堂，开展革命活动。1899年，蔡元培出任该校总理。1901年，徐锡麟到府学堂任经学兼算学教习，1903年任副办，相当于副校长。

鲁迅是绍兴人，1910年暑期，鲁迅从杭州回到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教务长）。后被迫离校，辛亥革命高潮到来时，学校陷于瘫痪状态，因学生要求鲁迅又返回学校校。辛亥革命后，军政府任命鲁迅为绍兴山会师范学校校长。

1908年2月份，陈去病接到绍兴府中学堂的聘书，在学校任教国文。1910年春节过后，陈去病到浙江高等学堂教书，1912年因宋琳邀请到绍兴主持《越铎日报》笔政。 
4、共同的学生宋琳

宋琳，字紫佩，生于绍兴山乡，16岁到绍兴城内三味书屋读书，老师是鲁迅老师寿镜吾的儿子寿洙粼。宋琳17岁考取秀才，后来又考入绍兴府中学堂，结识了徐锡麟，开始接受民族主义思想，认为大丈夫应该执戈托枪。他毅然考入徐锡麟、秋瑾主持的大通学堂。1907年，大通学堂被清政府抄封，宋琳逃免，在这年秋天再入绍兴府中学堂，成了陈去病的学生，得到了陈去病的赞赏。陈去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国文教员。他利用课堂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宋琳就与陈去病走到了一起。陈去病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后，宋琳成了陈去病的得力助手。 

秋瑾牺牲后，绍兴革命党人呈无组织状态。陈去病通过学生宋琳，将大通同学联络起来，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名叫匡社，宗旨是继承秋瑾遗志，匡复中华。宋琳后来在《二十年来之回首》一文中有如下记载：“二十岁秋案发生，大通被抄，予幸而获免。是年，府校更新，遂复入校府，得遇陈去病先生介绍入同盟会。先生为同盟会会员，固革命之先觉也。履受熏育陶治，而予之民族思想遂大炽，因与先生联络越中同志，合前大通同学，结为匡社，畜意排满。同盟会诸子，亦频相往来颇引以为同志焉。”
匡社成立不到半年，陈去病因去杭州筹备纪念秋瑾烈士殉难一周年活动，被清政府侦悉逃至汕头，匡社的社务也就停止。宋琳为避祸，考入了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优级科学习，成了鲁迅的学生。1911年初，鲁迅又聘请宋琳到府中学担任理化科教员兼庶务，是宋琳架起了鲁迅与陈去病合作的桥梁。

三、合作的经历

1、建越社.
1909年11月13日（夏历十月初一），陈去病与高天梅、柳亚子发起的南社在苏州虎丘正式成立。1910年春节过后，陈去病去浙江高等学堂教书，4 月10日南社的第二次雅集就在杭州唐庄举行。就在这时，陈去病介绍宋琳加入了南社，《紫佩自述》有记载：“函招入社，始得与柳亚子、高天梅游。”入社后，宋琳就有意在绍兴成立南社的分社越社。

宋琳将这事告诉了鲁迅。鲁迅对这事也十分赞同。据周建人回忆:绍兴光复前后到鲁迅家的朋友中，有“南社中的，想到绍兴来组织越社的人”，就是指宋琳。1911年4月12日，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迩又拟立一社，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已得同志数人，亦是蚊子负山之业，然此蛟子自量力之勇。亦尚可嘉……”这拟立一社就是越社。

1911年4月份越社成立，其性质为革命的文化团体，政治倾向十分明显。鲁迅是越社思想上的领导者。据《紫佩自述》记载：“时革命思潮，贯注于人人之脑海，而吾越尤甚。予征集匡社旧同志，另设越社，遥与南社相呼应，社员以数百计，一时名流，如周豫才、陈子英、范爱农、李宗裕诸君子皆与焉。”说明了这么鲁迅与越社的关系。1912年3月，《越铎日报》内部发生争执时，宋琳曾投书上海《民声日报》，其中写道：“前琳以神州光复，特邀集社友周豫才、张越民、王文灏诸君，在绍兴以越社名义组织《越铎日报》，以为文明之鼓吹。周豫才即鲁迅。
陈去病积极支持宋琳建越社，1911年 5月 26日《帝国日报》发表了陈去病起草的《越社成立》，文中写明了越社旨宗和成立的背景及与南社的关系。
1912年 1月27日，秋社，越社联合在大善寺广场召开追悼秋瑾大会，素车白马十分隆重。陈去病在会上宣读了哀词。徐自华在会上敬献了《满江红》。
2、办《越绎日报》
王金发担任府都督后，开始还采取一些于民有利的措施并训练部队准备北伐，但是，不久就蜕变了。他召集宋琳参与军务，但要解散学生军。宋琳感到与王金发所见有了分歧，就没有就职。他认为王金发的行动需要社会监督，就决定办一份报纸。
办报需要有知名人物才有号召力。宋琳先找到了鲁迅，想请鲁迅领头。鲁迅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一文中写道.“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我答应他了。”显然,此处的“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当指宋琳，“一种报”,即《越铎日报》,“他们”,无疑是到绍兴主政不久的王金发一伙。

对宋琳等人的行为，鲁迅表示支持，但鲁迅说他可以参与报纸的筹建工作，不担任总编辑，但愿当名誉编辑。于是，宋琳想到了陈去病。
宋琳写信给陈去病，请他当总编辑。陈去病答应了宋琳，当时他心中还有一件事，王金发抓住了谋害秋瑾的凶手之一章介眉，他也想到绍兴为秋瑾报仇。但是，由于手上事情未能处理完，他没有立即去绍兴。

鲁迅与宋琳等人给报纸起了一个合意深邃的名称——越铎，“越”指绍兴，“铎”是警钟的意思，是给绍兴军政府分府的王金发等人敲敲警钟。

1912年1月1日、2日的《钱浙公报》上也连载了《越铎日报》的出版布告，登出了该报“专以监督行政、促进共和，鼓吹军国精神，提倡实业教育为宗旨”。 
《越铎日报》原定1月15日创刊，可能由于得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在陈去病未到绍兴之前，《越铎日报》提前在1月3日创刊了。
 鲁迅在《朝花夕拾·范爱农》记载了创办该报的缘起，鲁迅是被推为名誉总理的。报纸以“越社”的名义发起，办报人大多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宋紫佩办报的思路，大多受到了鲁迅的指点。
最初的几期里，有许多鲁迅化名的文章，可以说，是很带锋芒的。创刊号上，二版头条刊登了鲁迅以“辣”的笔名撰写《<越铎>出世辞》，实际上就是鲁迅为《越铎日报》写的发刊辞，说的就是创办《越铎日报》的初衷。时值辛亥革命之后，绍兴光复不久，“民气彭张，天日腾笑”。然而，旧势力的捧场使革命党人王金发忘其所以，以他为首的新政权已出现蜕变的苗头，开始以“革命”来换取个人的享受，任用同乡亲信，搜刮地皮，大发横财。在这个时候，鲁迅首先想到了夏禹，想到了勾践，想到了以夏禹、勾践为代表的绍兴历代先贤。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设民主共和却依然任重道远，更需要有夏禹等古先哲人那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文中，鲁迅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欢呼辛亥革命胜利，并声明创办此报，是“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鲁迅指出了革命来之不易，切不可陶醉在凯歌之中，应该不停顿地前进，以巩固和发展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

绍兴古称“会稽”，鲁迅多次引用王思任之语：“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其实隐含着对先贤的尊敬。他还辑录过《会稽郡故书杂集》，对绍兴遗迹很有研究。《越铎日报》上许多文章，都是对社会陋俗的批判，也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咏叹，调子是悲慨的。 
《越铎日报》的宗旨得到了陈去病的赞同。1月11日，陈去病与徐自华一起到了绍兴，即日与宋琳会面。后经宋琳介绍与鲁迅见了面，一起研究《越铎日报》的事。他答应在绍兴期间担任总编辑，负责写社论。这样，陈去病就开始主持了《越铎日报》的笔政。 

《越铎日报》是继《绍兴日报》后天天出版的大报，由于得到了鲁迅、陈去病等人的加盟，初期的报纸办得尖锐泼辣富有生机。他们的编辑魄力足而胆量大，连同居块土、握有兵权的军政分府都能够加以抨击，而且尖锐地揭发了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的罪恶，揭露了一些旧乡坤的丑恶面貌。报纸还常常运用时评、漫画、打油诗等形式，对王金发的错误进行善意的揭发和批评。于是该报名誉四起，各界莫不爱读。

但是，没有多久，《越铎日报》内部出现了问题。就在陈去病和宋琳离开绍兴期间，在孙德卿、王文灏等把持下，拉拢了报社的一个编辑陈瘦蝶，对王金发的监督转为恶骂，并且为章介眉鸣不平。登载了许多为章介眉翻案的文章。宋琳、陈去病回来看到这种情况，斥责了陈瘦蝶，并决定停止刊登这两篇文章。后来，陈瘦蝶、孙德卿又勾结了一个从“越社”分化出来的王文灏，乘宋琳、陈去病回家过春节的机会，改组了《越铎日报》的领导班子，由孙德卿任总经理，王文灏为执事。2月17日，王文灏在《越铎日报》刊登了一则《紧急启事》，说陈去病、宋琳把持业务，污蔑社员，声称“报社原有一些图记，簿册，由宋紫佩私人携去而作废”。这样，孙德卿等人篡夺了《越铎日报》的领导权，也改变了办报宗旨。《越铎日报》成了反孙（中山）倒王（金发）的舆论工具。
陈去病与宋琳对孙德卿的做法非常反感，于是就脱离了《越铎日报》社。陈去病留在了杭州。宋琳把这事情经过告诉了鲁迅。鲁迅听了也非常气愤，连声斥责孙德卿。2月中旬，鲁迅也怀着一种失望的心情，告别了绍兴，去南京教育部任职。
3、编《越社丛刊》

越社成立后，鲁迅主编了杂志《越社丛刊》第一集。

《越社丛刊》第一集书后注明：“编辑者：越社，总发行所：越铎日报社，分发行所：南社，印刷所：浙东印书局(绍兴清风弄内)，寄售处：各大书坊。”
《越社丛刊》第一集分文录、诗录。卷首刊登的就是陈去病的序言，说明了对陈去病的认可。其次刊登了越社第二次修改的章程。还刊有柳亚子、秋壬林（秋瑾女士的侄子）、阮久森、吴邦藩、陈伯翔、郁牙犀青、赵汉卿、周仲翔等15人的作品。
《越社丛刊》产生了一定影响。1912年2月 20日，上海《民声日报》曾发表柳亚子的评论云：“越社为会稽宋紫佩君发起，与南社相犄角，振《风》、《骚》于绝响，追幾、复之芳踪，甚盛事也。顷复裒集社友著述，汇为《越社丛刊》，承以第一集见惠，杚雅扬风，芳馨悱恻，足以发扬大汉之天声矣。自建虏兴狱，文献坠地，民国初建，弦诵未遑，得此空谷足音，何快如之耶？”柳亚子的这篇文章是对《越社丛刊》的肯定，也是对鲁迅文学活动的最早评论。
陈去病与鲁迅相交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的合作在当时是有影响的。正是因为陈去病绍兴的行为，鲁迅和周作人对南社有所了解，鲁迅后来对南社有过评价，他在《三闲集》里写道：“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們叹汉族的被专制，愤满人的凶橫，渴望著‘光复旧物’。但民國成立以後，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見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上並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北新本《曼殊全集》中记录着周作人的话：“南社的名士，在现在看去似乎已是老辈，但与清末詩人卻又声气不相通的。譬如陈佩忍、黃晦聞，未必會同王壬秋、樊樊山往来，这虽只是推測，大致总不会錯吧？”。

曹聚仁对鲁迅和周作人的话有这么一段评价：“這两位大师的話，我以这是很持平的。虽然南社在反清成功以后，还有反袁的一幕，並不如魯迅先生所讲的‘索然无味，不想执笔’。然而魯迅先生承认南社这清末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其识见便也高出胡博士（胡适认为“以文胜质”是诗坛之弊，而“南社之诗即其一例”，说南社是诗坛“文胜质”风气的代表者）之上了。至于作人先生分別南社名士与清末詩人的不同臭味，在我，也很觉得是愜心贵当之论吧。”

